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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贡院的保存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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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代苏皖分闱动议的失败，不仅使江南贡院的规模达到顶峰，也成就了世界专用考场

之最，而且留下了一个难得的两省合闱的样本，为我们了解这种合闱体制提供了珍贵的素材。民

国时期关于各直省处置和保存贡院的记载和争论，以江南贡院为最多，为今人了解后科举时代贡

院的消亡和保存留下了最详实的样本。各省对贡院的保存，以南京和江苏省的官员和民众最为用

心。江南贡院成为各直省贡院记载最详细的贡院，江南贡院明远楼今天已成为科举文化的代表性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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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举考试的专用考场，贡院是京城和多数省会中的文脉中心。明清两代的贡院在京城是

仅次于紫禁城的最大建筑群，在省会则是最大的建筑群，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占据重要位置。但是，

贡院使用率很低，一般情况下，各省贡院是三年才在乡试期间使用一次，顺天贡院则在三年一个周

期的乡试和会试中使用两次。因此，贡院是中国古代非常特殊的一类建筑，整个建筑群不事雕饰、
只重适用。1866 年，一位名叫克尔( Keer) 的西方来华人士曾指出，不像官府和寺庙等建筑雕梁画

栋且注重装饰，“贡院的建设中并没有考虑装饰的问题，全场的设计极为简洁明了。这样的设计，

其真正的价值就体现在它作为考场的时候是那么完美那么合适。”［1］

贡院的英文翻译为“great examination hall”，意为大考场。江苏与安徽合闱的江南贡院位于南

京，不仅是明清时期最大的科举考场，而且是古往今来世界上最大的专用考场，在各省贡院中留下

了最多的文字记载和图像，并保存了贡院核心建筑明远楼，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2014 年，我曾发

表《江南贡院的命运》一文，对南闱的辉煌时代、1921—1922 年保存江南贡院的特别努力等问题作

过专门的探讨。［2］本文将在笔者前文的基础上，对清代苏皖分闱动议及保留两省合闱的特殊性、江
南贡院在后科举时代的保存与演变，以及贡院建筑的现代价值等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两省合闱贡院的保存

在明清五百多年间，一共有三次分闱，第一次是明嘉靖十四年( 1535) ，贵州从云贵乡试中独立

出来举办乡试; 第二次是清雍正元年( 1723 ) ，清廷下诏两湖分闱，允许湖南设立贡院单独举行乡

试。第三次是光绪元年( 1875) ，应陕甘总督左宗棠之请，甘肃从陕甘乡试中分闱，独立举办乡试。
当时甘肃士人欢欣鼓舞，该科解元安维峻的老师吴可读曾为甘肃贡院撰长达 192 字的楹联，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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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百年草昧破天荒，继滇黔而踵湘鄂，迢迢绝域，问谁把秋色平分?”［3］

江南贡院是江苏和安徽联合举办乡试的场所。自康熙六年( 1667) 江南正式分为江苏、安徽两

省之后，前后也有过四次分闱的动议，但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是康熙年间安徽七郡生员金从古等

具呈督抚，恳请分两闱乡试，然未获重视。第二次是雍正元年( 1723) 在两湖分闱的触动下，安徽怀

宁人、时任通政使司通政使的杨汝榖，立即奏请参照湖广之例将江南乡试分拆为安徽、江苏两闱。
雍正帝要求大臣对此进行讨论，两江总督查弼纳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呈明四方面的反对理由。［4］

这是历次苏皖分闱的努力中讨论最为详尽的一次，对此次分闱的争议过程，已有学者作过详细的分

析。［5］

第三次动议是雍正十三年( 1735) ，两江总督赵宏恩又奏请两江分闱进行乡试，这次差点成功。
其实，无论是明代的云贵分闱还是清代的两湖分闱、陕甘分闱，都经历过不止一次的争取过程，都曾

有过被驳回的情形。对两江总督赵宏恩的分闱奏请，乾隆二年( 1737) 上谕是这么驳回的:

从前陕西、甘肃奏请分闱考试，经总理事务处议不准行。安徽赴江宁应试，既不若湖

南有洞庭之险，并不若陕甘道路辽阔，徒以增广解额，廷议逐加以应否分闱，令该督抚议奏

之语，而赵宏恩等遂有分闱之请，今部议准行，明系九卿中江南人多，而陕甘无人，遂致事

同而议異，此风断不可长。这本著发回，赵宏恩等不顾事理之当否，遽议分闱，殊属不合，

著交部严察议奏，现在贡院应如何拓展修理，俾士子得以从容考试之处，著该督抚另行妥

议具奏，钦此。［6］

上谕中提到“今部议准行，明系九卿中江南人多，而陕甘无人，遂致事同而议異”，说明长期以来江

南考上进士的人众多，朝官中有许多是江南人士，因此关于苏皖分闱的奏请起初是“部议准行”，只

是到后来才被雍正皇帝否决。
第四次是咸丰十一年( 1861) ，两江总督曾国藩再次奏请江南分闱乡试。“向来安徽与江苏合

闱乡试，既有长江之险，难于远行，又以号舍之少，难于录遗，故上江深以乡试为苦。余意欲令上、下
分闱考试”。［7］曾国藩当时是两江总督、湘军统帅，在大清王朝平定太平天国的危难之际，朝廷十分

寄重其力挽狂澜，按理应该充分考虑曾国藩的奏请，但结果仍是没有着落。这与后来平定新疆的陕

甘总督左宗棠奏请陕甘分闱在光绪元年获得成功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光绪年间，江南贡院成为全国十八行省中唯一保存的两省合闱贡院。分闱动议的失败，不仅

使江南贡院的规模达到顶峰，也成就了世界专用考场之最，而且留下了一个难得的两省合闱的样

本，为我们了解这种合闱体制提供了珍贵的素材。由于江南贡院在各省贡院中与众不同，所以也呈

现出许多特殊性。具体而言，有以下数端。
其一，超大规模的贡院。江南贡院的规模是逐渐扩大的。雍正元年五月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

纳的奏折中曾提到:

此次应考之人为一万五千六百余人，而号房仅有一万五千六百余间。其中后增建之

号房狭小低矮，因人多号房少，容纳不下，又搭建些席舍，编号以为考试之用。本科蒙恩三

场考试之日皆遇晴天，士子得以顺利考完。兹伏遇皇上搜罗贤士之盛世，应试之人渐增;

日后开科若遇风雨，则狭矮号房及席舍所居生员坐立不定，焉能安心做文章。由此学优之

士为号房狭窄所误，不能做完文章，三年之苦学，毁于一旦，实为可怜。倘不预先绸缪，到

时仍就敷衍塞责，亦未可料。贡院之事，虽非臣之所司，但岂敢因系暂时署理，置长久利益

而不顾焉? 因来年二月乡试不久将至，故臣于三场考试完毕之日，率领监考官巡视号房，

将应修应增之处逐一查明，拟将狭窄低矮者，加高加宽，数量不足者，扩充增建，贡院内狭

窄，酌量买院外之地扩建，使号房增至一万七千间。将阴暗角落之小号房全部拆毁重建，

使其宽敞明亮，整齐划一，便于巡查。［8］

经过这次整修，江南贡院的号舍条件大为改善，号舍数量也达到一万七千间。不过，乾隆二年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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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说的号舍数量又有所不同:

江南贡院号舍，原共一万六千三百余间，年来士子日增，号舍不敷，自应扩充宽展，院

东姚家巷有居民房屋紧帖院墙，可以购买，丈勘基地，折方四百余丈，可建号舍一千五百七

十余閒，除将窄小旧号及逼进号底者截去外，统计新旧号舍共一万七千二百零四间。［9］

到了同治十二年( 1873) ，江南贡院的规模达到顶峰，“贡院通计房屋四百九十九间，披厂七十四间，

号筒二百九十五字，共号舍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10］这是全国 17 座贡院中唯一一座号舍在 2 万

间以上的贡院。
与贡院规模大相关的是考官特别多。“光绪十三年议覆: 两江总督曾国荃等奏，江苏、安徽不

便分期乡试，请酌增同考员数一折。查康熙五十二年议准: 直隶、江南、浙江乡试人数倍于他省，应

照会试例各用同考官十八人。又，乾隆十八年议减各省房考官案内，将浙江房考官酌减二员，定为

十六员，顺天、江南房官各十八员，毋庸议减等因各在案。是同考官除会试向用十八员外，其各省乡

试，惟顺天系各省士子合考，江南系江苏、安徽两省士子合考，故准照会试例用同考官十八员，即浙

江人文较盛之区，亦不能与江南一例。”［11］也就是说，江南贡院考官人数是与会试考官人数一样，

达到最多的 18 名。
其二，两省合闱按一定的比例录取举人。各省举人数额向有定数，康熙五十一年( 1712) 之后，

连会试都是分省定额录取。但起初两省合闱的贡院是不分省定额录取举人的，所以雍正元年通政

使司通政使杨汝榖奏请苏皖分闱时指出:

每见乡试榜发，江苏七府中式者十之七八，而安徽七府中式者不过十之二三。追维其

故，江苏所属皆一水直通江宁，资斧有限; 上江之安庆、池州则冒长江风涛之险，徽、宁、庐、
凤则属陆路，跋山越岭，有千里内外不等，士子担簦既苦，路费维艰。是以就试者少，中式

无多。乡试中式者既少，则会试之中式者亦复廖廖。康熙六十年辛丑科会试，江南共取中

进士二十名，而安徽七府曾无一人，亦足见多寡之不均矣。［12］

但是到了乾隆五十八年( 1793) ，会试中开始实行苏皖分省定额取中。“江苏、安徽二省会试，向来

卷面止填江南字样。嗣后礼部於缮写卷面时，照省分分别填注。谨案，是年会试，江苏、安徽分省取

中。”［13］后来，两省乡试也分别确定中额:

光绪十三年议准: 两江总督曾国荃等奏，江苏、安徽不便分期乡试，请酌增同考员数。
折内称，向来派充分校，照中额上四下六之数，安徽得七员，江苏得十一员等语。虽系循照

向章办理，惟衡校以得人为重，固不在多增员数，亦未便拘守成规，该省同考官，必照上四

下六派充…… ［14］

考官是按上江与下江四六开的比例分配，举人中额也是按此比例。例如江南乡试举人原额 114 名

的时候，便是安徽 45 名、江苏 69 名。加额 28 名，则是安徽 10 名，江苏 18 名。光绪年间达到 142
名总额的时候，是按安徽 55 名、江苏 87 名分配。［15］一直到废科举后对江南贡院财产的分配，也还

是按这种两省四六开的比例。
其三，实行两省一体的科场回避制度。“江苏、安徽乡试帘员，两省分派，其情形与各省迥

别。”［16］一般省份的乡试考官和考务人员，只要回避本省籍便可，但因为江南贡院是两省合闱，所以

乡试回避人员的范围增加许多。清代有关各省乡试省籍回避的史料，以安徽和江苏省最多。例如，

《钦定科场条例》卷二十六《回避·现行事例》记载会试和顺天乡试等以外，甚至会专门列出江南乡

试的回避问题:

一、江南乡试，江苏人员现任安徽司道，安徽人员现任江苏司道以上等官，及江苏人任

安徽学政，安徽人任江苏学政，并安徽人员现任江宁省城、首府、首县，并未入场之各员，其

同族有服制者及外姻各项，俱令回避。
一、江南乡试，江苏人员现任安徽知府、直隶州，安徽人员现任江苏知府、直隶州，如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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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州县开送帘官，其同族有服制者，及外姻各项，俱令回避。匿报者查出，本官革职。
一、江南乡试，总河、巡道等官籍隶江、安两省者，如所属并无入帘之官，其子弟亲族，

毋庸回避。
还有大量关于江南乡试两省官员回避的史料，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江南乡试

“监临系上下两江轮流办理”，［17］也就是说一科由江苏巡抚担任监临，下一科就论到安徽巡抚担任

监临。但是，道光六年至十五年担任安徽巡抚的邓廷桢籍贯江宁，因此在此期间，每逢轮到安徽巡

抚监临的年份，邓廷桢都要上奏说明，请旨改派。例如，道光十五年( 1835) 谕:

邓廷桢奏上届戊子壬辰两科江南乡试，轮应安徽巡抚入闱监临，陈明住居省城，请旨

改派，本年监临，又系安徽轮直，仍奏明请旨等语，本年乙未科江南乡试，著派林则徐入闱

监临。［18］

也正因为如此，道光十二年至十六年担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才会在五年任内连续三次担任江南乡

试监临，并对江南乡试的弊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留下了《监临部院刊给士子入闱阐明规约十二

条》这样重要的乡试文献。

二、后科举时代江南贡院的保存与演变

如果清代几次苏皖分闱的奏请有一次成功，就会分为“江苏贡院”和“安徽贡院”两座贡院，后

来也就不会保存“江南贡院”的名称，自然也就不会出现 2 万间以上号舍的最大规模的贡院。两省

合闱的江南贡院在科举时代是保存下来了，但在科举废止之后，江南贡院何去何从?

科举废止后，根据当时的规定，各省贡院一般都是按学部规定改作学堂之用。1906 年《奏准以

各省贡院改学堂》称:“科举既废，贡院已成无用，听其废置，殊属可惜。现经学部奏准，将各省贡院

拨给该部，以为改作学堂之用。”［19］当时之所以会废止科举，主要是为了兴办学堂。起初江南贡院

也准备改建为学堂，不过改为何种学堂，前后也有变化，用江南贡院的地皮和建筑，曾经有过改为小

学堂、法律学堂、高等学堂三种建议。
第一种考虑是改建为几所小学。1905 年 9 月 3 日《申报》就有这样的消息:“金陵贡院内师范

传习所监督梅光远，近日与各教员商议，以科举停废在即，俟明奉谕旨，即将东西各号一律拆毁，改

建附属小学三、四所。”这里的“金陵贡院”即指江南贡院。当时只是听到科举即将停废的风声，废

科举的上谕还没有下达，就已经开始商议要将江南贡院改建为小学。在重庆出版的旬刊《广益丛

报》1905 年第 87 期对此记载得更为详细:“江督周玉帅日前在贡院内师范传习所宣言: 科举于明年

定行停废等语，已详纪报端。传习所监督梅光远观察连日，与各教员计议，拟即将东西号舍一律拆

毁，改建附属小学三、四所，分派诸生教授各科从事实验。除改建屋宇须先筹一宗款项外，以后劳费

不多，而收效至为宏远。学界中赞成是议者极多，佥谓将来必当实见施行，断不得将贡院房舍移作

别项办公之用，庶几于名实之因袭亦相合不背云。”［20］当时金陵学界都认为贡院改建为学堂才是

“名实因袭”“相合不背”，而且看来已有“将贡院房舍移作别项办公之用”的担心。江南贡院规模

庞大，是足以建小学多所，不过，很少有一个地方会连在一起建三、四所附属小学的，这也只是师范

传习所梅光远监督一厢情愿的设想。
第二种考虑是改为法律学堂。这是当时江南总督的看法。1905 年 10 月 8 日《申报》载:“中国

法律之学不明，故行政司法各官，任听幕友吏胥武断，已成积习。兹江督以推行行政，府厅州县各

官，非先习法律之学，将来挟持无具，仍不免借重于吏胥幕友，因拟专设法律学堂，预为佐理新政治

事之用。其学堂基址，拟即借江南贡院，参酌改良便可使用。其名法律例等，则悉本近日修订法律

大臣武、沈二侍郎所订定之新律为宗旨，旧时法律概置不用。一俟章程条款□定，即行开办。”［21］

1905 年正是全国开始大办法政学堂的时候，有些省份如甘肃便将贡院改为甘肃法政学堂( 后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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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变为现兰州大学) 。不过，当时两江总督周馥的拟议也没有得到实行。
第三种选择是改为高等学堂。“科举既废，江南贡院已成无用，高等学堂总教习缪筱山太史请

于制府，欲改为高等学堂。宁垣诸绅董则以高等学堂早有定区，有议将贡院间房改作别项学堂之用

者，有议将衡鉴、至公各堂作为公所，监试、內监试、内提调等堂及五所官房，改为公馆出租。”［22］各

省贡院后来改为高等学堂的也不少，如河南贡院便改为河南高等学堂、云南贡院改为云南高等学

堂，发展到现在是河南大学、云南大学的所在地。四川贡院也曾用作四川大学的校舍，“本大学皇

城内明远楼，建筑坚固壮丽，任其废置，殊觉可惜。前经决定，先将其二楼四面，装置门窗，作为会议

场厅，将来再行设法，利用楼下及三楼。”［23］但金陵一些人士对将江南贡院改为高等学堂的建议持

不同看法，因此没有下文。
除了将江南贡院改建为学堂的几种意见之外，还有一种建议是将贡院改建为市场，收取租金用

来作为在其他地方办大学的费用。1907 年 5 月便有这样的记载:“科举既停，贡院无用，南洋所辖，

宜有大学，而规度营建数逾百万，公私俱绌，上下踌躇。顷者，督部周□咨询奏请将两江贡院，招商

承买，即以其地改建市场，收其赁金，以为别建大学岁支之补助。”［24］这也算是一种与办学堂有关

的设想。
当时多数省份都准备将原有贡院改作学堂。如科举废后，山东“拟将贡院号舍拆去，改作师范

学堂，或客籍学堂之用”。［25］浙江贡院改为师范学堂，后又为杭州高级中学。为什么江南贡院后来

没有像其他多数省份的贡院那样在科举废后不久就改为学堂，而且到 20 年代才开始拆除号舍? 重

要原因在于它是江苏和安徽的联合考场，其房舍是两省的共有财产，如何处置不是一地政府说了

算，因此久拖不决。关于苏皖两省处置江南贡院前后达十多年之久的争议，刘希伟《科举废止后江

南贡院处置事件钩沉》一文已作了详细的分析，［26］本文不再重复。本人《江南贡院的命运》一文，

根据 9 份原始文献，对 1921—1922 年保存江南贡院的特别努力作了探讨，这里再作部分补充。
经过反复磋商和交涉，1916 年还拟定了《苏皖两省处分贡院办法》十条，规定“南自明远楼起，

北至衡鉴堂止，成四方形，为保存范围”，除保存古迹地段以外的房舍材料的出售所得，都按“苏六

皖四之成数分配之”。［27］后来，江苏省出资买断了安徽省享有的产权，江南贡院的遗迹完全归江苏

省所有，江苏也就负有保存江南贡院的所有责任。
到了 1920 年以后，江苏省为保存江南贡院古籍和处置变卖改建的商场，花费了许多精力和财

力。1920—1922 年间的《江苏实业月志》，载有许多关于保存与处置江南贡院的省长公署训令，如

《令委员马良翰处分贡院专员呈请派员监视开标由》《令贡院古跡保管员汤允中饬补报续修工程并

规画进行事宜由》《令实业视察员蒋汝正、贡院古跡保管员汤允中呈为遵令估计贡院古跡工程并拟

分批办理情形由》等。我们来看看 1921 年 4 月 15 日省长公署训令第 3709 号《令贡院古跡保管员

据委员杜芝庭呈报复勘贡院古跡规画修理情形由》:“前据该员呈称，遵令拟其规划续修贡院古迹

情形，绘其草图，呈请核定一案。当经令杜芝庭前往复勘具报核办去后，兹据该员呈称，遵即前往贡

院古迹保管处，按照图式详细履勘，该保管员原拟添修明远楼后东西两边号舍，各留十条，每条十

个，并配置板帘等物。又添造门房一间，平江府北总门一所，状元新号总门一所，至公堂前牌楼一

座，衡鉴堂东边同考官房九间。暨各堂酌配椅位器具，并移置办事室各节。均系为保存古迹，整饰

观瞻起见，尚属妥惬。”［28］由此可见，当时续修江南贡院是绘有图式的。只是该续修计划对原有江

南贡院古迹改动太多，所以才会引发 1921 年 5 月江宁绅商甘鋐等人上书《致江苏省长陈贡院中路

旧存号舍应力为保存函》，以及之后关于保护江南贡院古迹的特别努力。［29］

从 1905 年科举废后到 1920 年的 15 年间，江南贡院的很大部分处于无人照管的状态，一些号

舍倒塌，号巷内杂草丛生。杨介清有诗云:“不度秋风十五年，冷闱深锁寂无烟。虹栏没草飞桥断，

蛛网添丝矮屋悬。罢赋苹蒿谁食野，丛生荆棘上参天。可怜锦绣文场地，那及青楼尚管弦?”［30］而

自从 1921 年以后，江南贡院的核心区域得到保护和重视，改变了过去贡院残破的景象，“南京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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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改市场，为今日宁垣极繁盛之地。”［31］江南贡院的大部分逐渐演变为商铺，一直延续至今，变成

夫子庙一带人气极旺的商场。
民国时期，关于各直省处置和保存贡院的记载和争论，以江南贡院为最多，这为今人了解后科

举时代贡院的消亡和保存留下了最详实的样本。而且，各省对贡院的保存，以南京和江苏省的官员

和民众最为用心，其原因一是因为江南贡院在江苏的文化与历史上实在太重要，它记载着江苏曾经

的辉煌，二是因为南京和江苏的官绅人文素养较高，因而具有远见卓识，在全国对科举的印象还十

分负面的年代能够认识到保存科举遗迹的重要性。唯其如此，尽管江南贡院地处省会最繁华的地

段，却能将明远楼保存至今。

三、明远楼: 留住消逝的文明

作为千年科举的背影，完整的贡院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深处。但是，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和国人

的文化自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曾经与我们民族文化历史上关系那么重大的科举制度，需

要重新评价，而科举制度的有形载体———贡院，是非常值得保存和研究的传统建筑。于是仅存的部

分贡院建筑，便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
贡院是科举考试具体实施的地方，是科举考试这一无形制度的有形体现。明清时期的贡院格

局相同，在贡院这个庞大建筑群中，居于中心位置的是至公堂。而“至公堂”的名称，将“至公”这一

科举考试的核心理念用建筑匾额的形式明白地昭告天下。“科举正是通过千余年的公平变革，最

终成为一种不仅有广泛世界影响而且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制度，在追求公平方面，更是一个永恒的典

范。”［32］于今只有云南贡院至公堂和甘肃贡院至公堂保存下来，为我们了解科举时代的至公理念

留下了直观的场所。
举子在乡试和会试期间考试和起居的号舍，是贡院中最简单也最有特色的建筑。古今中外有

各种各样的考试，但只有明清时期的贡院建有每位考生独自一间的小考室———号舍。乡试在九月、
会试在次年二月( 后改为三月) 的初九、十二、十五日各考三场，每场考试实际时间是一天，但从入

场到出场一般有两天整，前后则有三天。过去有不少学者误以为举子在乡试期间需要在贡院中待

九天九夜，其实，根据清人当时关于江南乡试的准确记载，乡试时间总计是六天六夜。雍正元年

( 1723) 《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捐俸修建号房折》中明确指出: “自初八日至十六日，三场考试，六天

六夜居于号房之中。”［33］也就是说，在九日“场期”之中，扣除出场休息和准备再次入场时间，每位

考生在号舍中的实际时间是前后六天六夜。
借鉴中国的科举制，韩国和越南历史上长期实行各自的科举制度。但韩国科举史上没有专门

的科举考场，考生都要席地而坐，将试卷纸张铺在地上作答。越南科举后来也有专门的试院，但没

有号舍的建筑，而是由举子自己携带材料进入试场搭起临时的遮风避雨的小空间来进行考试。相

比明代以前的贡院和韩国、越南的科举考试场所，明清贡院中的号舍更适合举子独自静思答卷和休

息。因此，号舍是明清时期科举考场中最有代表性的建筑，也是最值得保存的贡院建筑之一。1921
年 5 月 30 日，江宁绅商甘鋐、仇继恒等人在《致江苏省长陈贡院中路旧存号舍应力为保存函》中便

指出:“贡院所留古迹，仅有明远楼、至公、衡鉴、监临、提调、监试诸堂，与中路东边之旧号舍数条，

其各堂与楼，虽为古迹，尚系一种普通房屋，若中路之号舍，实为贡院之重要部分，自应力为保存，以

符古迹之实。若全行拆去，则旧时号舍泯灭净尽，何古迹之足云?”［34］可惜的是，尽管着力加以保

存，但最后到“文革”期间，连异地迁建保留在南京大学内的部分江南贡院号舍也被完全拆除。
虽然江南贡院的多数建筑早已消失，但江南贡院的具体形象却被大量的纸质文献和照片保存

下来，使我们今天还能了解和复原贡院的基本形制。1894 年，苏州人、耶稣会士徐劢神父( Etie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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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 在上海出版了法文著作《中国文科举实录》( Pratique des examenslitterairesen Chine) 一书①，该书

的依据和实例主要取材于江南贡院和江南乡试、江苏院试、上海县试等，因此江南贡院留存至今有

许多珍贵的图片和文字记载。该书介绍县考试卷、圆形取中图、院考试卷封面、浮票、入泮捷报、科
试捷报、中式举人龙门图画字据等，都以上海县廪生方济谷的科举实物图画为例，因此有关上海县

试、松江府的院试资料记载得特别详细。江南贡院是各直省贡院记载最详细的贡院，尤其是其中许

多幅图画和照片被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一书所借用，而该书的英文版

即以江南贡院的号舍透视图为封面图案，使贡院的号舍形制为西方人所了解。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中国文科举实录》为我们留下了一张准确精细的《江南贡院全图》。全国

保存下来科举时代的贡院图不多，即使有也很简略。而这幅《江南贡院全图》十分详细，精确到每

个号巷的千字文编号都一一标明。今人可以根据流传下来的多种江南乡试点名告示中关于贡院具

体座号的文字记载，对照《江南贡院全图》，按图索骥，了解每位举子座号的入场途径。荷兰汉学家

施古德( G． Schlegel) 在 1896 年 3 月评论徐劢的两部科举研究著作时便指出: “一幅不那么好的版

画也胜过千言万语的描述。”②参考该图中几座瞭楼的位置，我们还可以判断一些江南贡院照片中

瞭楼的具体方位。如果没有《江南贡院全图》，仅凭文字描述，很难想象或重构江南贡院的扇形平

面图。
过去，江南贡院的规制曾作为各省贡院的典范被模仿，例如曾被许多省贡院借鉴的三路点名入

场之制，便是林则徐在江南乡试《监临部院刊给士子入闱简明规约十二条》中所创建的制度，大大

改善了过去点名入场时的拥挤状况。道光十五年，林则徐第三次担任江南乡试监临官，在道光十二

年、十四年两科制定江南乡试入闱简明规约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对按次序点名入场的规定非

常细致。例如其中第二条规定为:

上两科开点之时，有学分在前，而屡点不到者，在彼不过惮于起早。且见每场封门，不

出申刻，遂以为最后补点，更属得计。独不思人人皆存此念，观望不前，则每名空点数番，

试问何时始了? 本部院所定章程，从寅初点起，其时天色将明，并非过早，有志之士，谅不

贪眠懒起。即谓临点偶有参差，亦何至任乎不应? 此次每学点完之后，有不到者，按名补

点一次，再有不到，仍于半时辰，点毕换牌之前，复行补点一次。…… ［35］

林则徐制定的这十二条规约，在点名入场方面作了具体而细密规定，对整肃江南乡试的考风考纪起

到很好的作用，也使科举考务管理更为严密，是对《钦定科场条例》的补充和进一步细化。
江南贡院和江南乡试中还有许多值得挖掘的史实和资料。例如，为了改善江南贡院大门外和

周边的交通，“向例每届乡试，贡院对过秦淮河上必造浮桥一座，直通石坝街，以便士子往来，名为

中路。”［36］这种临时性的浮桥建筑，都是为维护科场秩序并为考生着想的创制。在科举时代，每逢

乡试周期，江南贡院周围都非常热闹，商业活动十分活跃。秦淮河畔，繁华忙碌。《大公报》1903 年
9 月 13 日第 442 号“中外近事·江苏”载《书肆林立》条:“省垣每届乡试之年，各业贸易商人均运

货来宁，以期渔利。今年惟书肆最多，贡院一带共有一百余家，而运书之车辆络绎不绝，于道如蚁之

附膻云。”江南贡院附近在古代就是一个十分繁华著名的地方，现在明远楼所在地夫子庙一带的繁

荣是有历史渊源的。
明清五百余年间，今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的精英人才多数经历过江南贡院的考试生涯，江

南贡院与该地区的文化发展史或文明进化史密切相关。明远楼是江南贡院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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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磊《Etienne Zi 何许人也———最早系统介绍科举的两部法文著作及其作者考》一文，考证出了这两本重
要的科举学著作的作者并非西方人，而是中国人徐劢，并根据《圣教杂志》消息将该书名译为《中华文科试实则》。
见《科举学论丛》2018 年第 1 辑，上海: 中西书局，2018 年，第 130 页。

G． Schlegel 对 Pratique des examens militairesen Chine 一书的书评，见 T’oung Pao，vol． VII，no． 1 ( Mars
1896) ，pp． 43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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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也是全国保存至今的几座贡院建筑中知名度最高的建筑，是无形科举制度的有形体现，在一定

程度上已经成为科举制度的象征之一。科举建筑“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

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以江南贡院明远楼为基础的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是中国第一个科举专

题博物馆或陈列馆，中国人民银行还曾发行过江南贡院明远楼的纪念币。贡院为抡才重地，各省贡

院建筑格局整齐划一，因此江南贡院明远楼今天已成为中国科举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南京市民众具有对科举建筑的保护和科举文化的重视的传统，不仅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为保护

江南贡院做出特别的努力，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有不少人对修复江南贡院部分建筑提出建议。1998
年 6 月，原外交部副部长、国家旅游局局长韩克华在《二十一世纪的南京旅游景区》文稿中，建议修

复江南贡院，并对江南贡院的修复规模、修旧如旧、展陈方式等提出具体的设想。2004 年 3 月，在

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陈凌孚曾提案建议有关部门将南京的江南贡院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的计划中去。［37］2005 年，也就是在中国科举制废止 100 周年的时候，民进江苏省委也提出《以南京

江南贡院为基础建立中国科举制度博物馆》的建议，认为中国科举制度博物馆的建设应及早规划，

尽快建设。［38］

“白云千载空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历尽劫波今尤在的明远楼默默地注视着江南贡院的沧

桑变化，继续散发出深沉的历史辉光。经过多年的努力，2017 年 1 月，以明远楼为标志的南京中国

科举博物馆建成开馆，成为目前中国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科举专题博物馆，此诚为南京文化史上

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科举学界的一大盛事。该博物馆力图成为中国科举文化展示中心、科举文物

保护中心及科举制度研究中心。以江南贡院和科举博物馆为依托，2013 年、2016 年，第十届、第十

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两度在秦淮区举办，底蕴深厚的江南贡院的声名更加远扬，使

世人更为全面客观地认识精细复杂的科举制度，了解悠久厚重的科举文化。江南贡院明远楼成为

留住消逝的科举文明的关键载体，此诚江南贡院之幸，中国科举文化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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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刘海峰:《江南贡院的命运》，《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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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rvation and Evolution of Examination Hall in Nanjing

LIU Hai－feng
( Ｒesearch Center for Examination，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The failure of the Jiangsu－Anhui’s partition motion of examination hall in the Qing Dynasty not only made
the scale of Examination Hall in Nanjing reach its peak，but also made it become the most specialized examination hall in
the world． It also left a rare sample of the two provinces，which provided us with precious materials to understand the sys-
tem of combination of the examination hall．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there were many records and de-
bates about the disposal and preservation of examination hall in different provinces． Examination Hall in Nanjing wa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one． It left the most detailed sample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disappearance and preservation of exam-
ination hall in the post－imperial examination era． The officials and local people in Nanjing and Jiangsu Province paid much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eservation of Examination Hall in Nanjing than people in other provinces． Among the records of ex-
amination hall in different provinces，the records of Examination Hall in Nanjing were more detailed and plentiful．
Mingyuan Building of Examination Hall in Nanjing has become a representative symbol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culture．

Keywords: Examination Hall in Nanjing，imperial examination，examination 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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